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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ROBUTTON  AcceptAllChangesShown 摘　要   耕地质量评价对指导农业生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耕地质量评价方法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耕地质量评价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以江西省余江县为研究区域，通过实际调查和样品采集与分析，获取了249个水田表层土壤属性数据和95个田块的水稻产量数据。利用Norm值法和新建立的Bio-Norm法，分别确定耕地质量评价指标、指标权重和隶属度函数，并对研究区水田耕地质量进行评价。两种评价方法的对比分析表明，Bio-Norm法选取的指标比Norm法更具有代表性，得出的指标权重更能准确反映指标的重要性，确定的隶属度函数临界值更能反映水稻生长的实际要求。评价结果显示，利用Bio-Norm法得出的耕地质量综合指数（IFI值）与水稻产量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²)远高于Norm值法，且IFI值与水稻产量各等级的区域分布特征更为吻合。Bio-Norm法评价耕地质量更为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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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质量是耕地各种性质的综合反映，它由土壤条件、农田基础设施条件及耕地立地条件等因素影响并决定[1]。耕地质量评价对指导农业生产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2-4]，耕地质量评价方法的优劣直接影响到耕地质量评价结果的可靠性。
耕地质量评价方法包括评价指标选取、权重和隶属度函数确定以及耕地质量综合指数计算等步骤[5-6]。其中，评价指标的选取与权重确定最早采用专家经验法（Expert Opinion，EO）[7-8] 。该方法主要是根据主观人为判断，能否客观真实的反映耕地质量信息依赖于专家的经验知识以及对研究区的了解程度[8]；由于专家经验法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较难客观地选取耕地质量评价指标。其后又采用多种数理统计的方法来选取指标与确定权重[9]，其中主成份分析方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的应用最为广泛[7,10-13]。PCA法是基于数理统计结果较为客观地选取耕地质量评价指标，但通过此方法建立的最小数据集(Minimum Data Set,MDS)有时导致数据冗余，造成相关评价指标的重复选取 [10-11]。因此，Yemefack等[10]对PCA法进行了改进，利用PCA法中各因子的综合因子载荷（Norm值）进行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从而有效解决数据冗余问题。但基于Norm值确定指标及其权重的PCA 方法（Norm值法）仍然是脱离于耕地现实生产力的纯数理统计方法。
由于各指标的单位与量纲不统一，需要用隶属度函数把参评指标转变为0~1之间的数值[14-15]。隶属度函数一般可分为线性[16]与非线性函数[8]。线性隶属度函数一般以指标的属性值与指标最优值的比值作为指标的得分[8]；非线性隶属度函数是根据专家经验确定临界值，临界值之间的数值按线性函数处理，两个临界值之外的取一定的常数[8,17-18]。其中，非线性隶属度函数应用更为广泛，但它是基于专家经验确定的，同样依赖于专家经验知识以及对研究区了解程度[8]，也具有主观性。
因此，本研究在对Norm值法改进基础上，采取更为合理的隶属度函数确立方法，提出一种能够反映耕地现实生产力（水稻实际产量）的耕地质量评价方法——Bio-Norm法。通过比较和分析Norm值法和Bio-Norm法在指标选取、权重与隶属度函数确定以及耕地质量评价结果等方面的差异性和可靠性，旨在揭示Bio-Norm法在进行耕地质量评价方面的优越性，为耕地质量评价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技术途径与方法。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余江县(116°41′E～117°09′E，28°04′N～28°37′N)总面积约为927km2。地形以低丘为主，南北多高丘，丘陵面积占78%，平原占22%[19]。该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光热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年平均温度17.6℃，年降水量1758mm。土壤类型以水稻土和红壤为主，约占全县面积的94%，潮土亦有零星分布。其中，水稻土包括淹育型、潴育型、潜育型水稻土3个亚类。土地利用方式以水田、旱地和林地为主， 据统计2006年三种土地利用方式分别占总面积的39%、13%和38%[20]。余江县也是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主要作物有水稻、花生、红薯、芝麻和油菜等。
1.2 数据采集与处理

本文以水稻土为研究对象，于2007年秋季采用网格(2km×2km)布点采样方法，共采集水稻土壤表层（0~20cm）
样品249个，并用GPS记录采样点的经纬度，采样点位如图1所示。其中，淹育型水稻土、潴育型水稻土、潜育型水稻土样点数分别为8个、189个和52个，其比例与各类型土壤面积比例基本一致。
土壤样品理化分析项目包括：颗粒组成（美国制）、pH、有机质、阳离子交换量、全氮、全磷、全钾、有效磷、速效钾等，相应的分析方法参见文献[21]。样点土壤理化性质分析以及产量测定结果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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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采样点分布图
Fig.1 Loca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and soil sampling sites
考虑到初步调查获得的各采样点田块水稻产量以及空间上均匀分布，在249个采样点中选取了95个样点田块，连续两年（2008年、2009年）测定水稻产量，其中包括79个双季稻、16个单季稻测产田块。双季稻田块的年产量为两季产量之和，以两年的实际年产量平均值作为该田块的实际年产量，定义为实际水稻生产力；单季稻田块以两年实际产量的平均值作为该田块年均产量，利用所有双季稻实际年产量均值除以所有单季稻年均产量的均值获取单季稻田块实际水稻生产力的换算系数，再通过单季稻年均产量乘以换算系数，得到单季稻田块实际水稻生产力（产量）。

表1 样点土壤理化性质与产量描述性统计表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il physical &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rice yield 
	
	最小值
M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平均值
Average

value
	标准差
Standard

error

	土壤有机质SOM
	5.7
	58.7
	28.4
	11.2

	土壤全氮TN
	0.3
	3.7
	1.6
	0.6

	土壤全磷TP
	0.2
	2.6
	0.8
	0.4

	土壤全钾TK
	4.9
	47.8
	16.3
	8.6

	土壤有效磷AP
	4.4
	240.9
	31.6
	35.4

	土壤有效钾AK
	22.0
	340.0
	96.5
	57.7

	阳离子交换量CEC
	2.7
	21.2
	8.8
	2.4

	pH
	4.5
	5.0
	4.8
	0.4

	水稻产量RY
	7231.2
	18843.1
	13126.5
	2333.1


注(Note)：SOM, soil organic matter(g kg-1); TN, total nitrogen(g kg-1); TP, total phosphorus(g kg-1); TK, total potassium (g kg-1); AP, available phosphorus(mg kg-1); AK, available potassium(mg kg-1); Clay: clay content(%);CEC,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cmol kg-1); RY, rice yield(kg hm-2). 
通过对余江县最新的行政区图、道路交通图、农田灌溉设施分布图（余江县水利部门内部资料）的矢量化和地统计学分析，获得以镇为单元的道路密度（Road density，RD，kmkm-²）和灌渠密度（Irrigation channel density，ICD，kmkm-²）分布图。
利用其中224个采样点数据，采用KLUST方法[19]通过空间插值获取各土壤属性指标的空间分布图，其中25个随机、均匀布设的样点用于对Norm值法和Bio-Norm法加权叠加得到的耕地质量指数（IFI）空间插值精度的验证。利用其中85个水稻测产田块数据，采用普通克里格插值方法获取水稻产量的空间分布图，剩余10个随机、均匀布设的水稻测产田块数据用于对水稻产量的空间插值结果的验证。
空间数据处理和面积统计工作均借助ArcGIS9.2软件完成，其它数据统计采用EXCEL 2003、SPSS 13.0软件完成。

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1,22-23]，结合研究区自然条件和耕地利用特点，遵循主导性原则、地域性原则、空间变异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等[22]，以分析获得的土壤理化性质数据作为影响耕地质量的土壤条件候选指标；以道路密度、灌渠密度两项指标作为影响耕地质量的农田基础设施条件的候选指标。
1.3 耕地质量评价Norm值法

1.3.1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首先通过耕地质量候选指标的PCA分析，得到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份和各候选指标的荷载。然后计算各候选指标的Norm值，Norm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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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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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i个变量在特征值>1 的前 k 个主成份上的综合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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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i个变量在第 k 个主成份上的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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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 k 个主成份的特征值。
在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份中，将指标荷载大于0.5的耕地质量候选指标初步分为一组，若某指标同时在两个主成份中的荷载均高于0.5，那么该指标就归并到与其它指标相关性较低的那一组。初步分组后，考察每组中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如果某指标与该组中其它指标的相关性都非常低 (r<0.3)，说明其它指标均不能反映该指标包含的耕地质量信息，就将该指标从组中分离出来独自成为一个新组。在每个组份确定后，依据组中各指标的Norm值选取与该组指标中最高Norm值相差小于10%的指标作为参评指标。如果一组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被选中，则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若高度相关（r>0.5)，则选取Norm值大的指标作为参评指标；若相关性很低，它们都作为参评指标。最后以参评指标Norm值在所有参评指标Norm值总和中所占比例作为该参评指标的权重（表2）。
1.3.2 隶属度函数确定    Norm值法各参评指标隶属度函数临界值的确定，首先参考专家经验法已建立的针对红壤区的参评指标隶属度函数临界值[23]，依据余江县的特点提出本研究参评指标的隶属度函数临界值初步方案，再经该领域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7人组成的专家组修改论证后确定(表3)。其中，两个临界值之间以线性函数处理，计算公式为：f(x)=0.1+(x-L)/(U-L)，式中f(x)为指标的隶属度值，x为指标的原始值，U为该指标的最优临界值，L为该指标的最差临界值。两个临界值之外的最优值取1，最差值取0.1。
1.4 耕地质量评价Bio-Norm法

    Bio-Norm法是在Norm值法的基础上，在参评指标选取和隶属度函数确定时考虑了各指标与实际水稻产量的相关性。
1.4.1 指标选取与权重确定    在Norm值法对每个组份确定后，同样依据组中各指标的Norm值选取与该组指标中最高Norm值相差小于10%的指标作为参评指标。如果一组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指标被选中，仍然需要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若高度相关（r>0.5)，再比较它们与实际水稻产量之间的相关性，选取相关系数r高的作为参评指标；若相关性很低，依然全部作为参评指标。参评指标确定后，将实际水稻产量与参评指标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得到各参评指标的回归系数，依据参评指标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参评指标回归系数总和中所占比例，作为该参评指标的权重（表2）。
1. 隶属度函数确定    Bio-Norm法采用各参评指标与水稻产量之间的散点图确定各参评指标的隶属度函数。以CEC为例，首先按CEC在研究区空间分布上的取值区间[4.6～17.4 cmol kg-1]，对该取值区间按等差数列划分成100个小区间，生成对应的小区间类型单元图。然后，统计和分析这100个小区间类型单元的CEC与实际水稻产量的平均值，进而建立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散点图（图2）。最后，根据散点图的拟合曲线确定该隶属度函数类型（非线性函数）及其临界值（图2）。其中，两个临界值之间以及之外的隶属度取值方法与Norm值法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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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CEC）隶属度函数拟合曲线（A）和相应的折线（B）

Fig. 2 Fitted curve of membership function(A) of CEC and corresponding fold line(B)

1.5 耕地质量综合指数计算与评价结果对比分析
    耕地质量综合指数（IFI值）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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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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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耕地质量参评指标的隶属度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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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耕地质量参评指标的权重[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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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为0~1，其值越高，表明耕地质量越高。
利用测产田块的数据计算各测产田块的IFI值；利用参评指标区域空间分布数据来计算和产生IFI值区域空间分布图。对评价结果的比较和分析，从样点和区域两个尺度上进行。在样点尺度上，分别利用95个测产田块和46个空间随机抽样点的数据，比较两种耕地质量评价方法获得的IFI值与实际水稻产量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²）；R²越大，表明耕地质量评价结果越可靠，评价方法越合理。在空间尺度上，对IFI值和水稻产量分布图按照各自的取值区间以等差数例分为四个等级，分别形成IFI值和水稻产量等级分布图；比较各等级的IFI值和水稻产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面积比例；IFI值和水稻产量各等级空间分布特征一致性越高、面积比例差值的绝对值平均数越小，说明该耕地质量结果更可靠，评价方法更为科学合理。

2 结果与讨论
2.1 Bio-Norm法与Norm值法形成的耕地质量评价体系对比
从选取的参评指标来看， Norm值法选取了全磷、阳离子交换量、全氮、黏粒含量、道路密度、灌渠密度和全钾（七个参评指标；Bio-Norm法也选取了七个参评指标，但前者中的全氮和全磷两项指标分别由有机质和有效磷取代（表2）。
比较两种方法产生的参评指标权重发现，Norm值法的各参评指标权重比较均衡，其中全氮权重最大为0.160，灌渠密度权重最小也达到了0.122，权重最大值为最小值的1.3倍。Bio-Norm法各参评指标权重相差较大，其中灌渠密度的权重最大（0.346），黏粒含量的权重最小（0.039），权重最大值为最小值的8.9倍。比较两种方法形成的耕地质量评价体系中相同参评指标的权重发现，灌渠密度在Norm值法中的权重最小，而在Bio-Norm法中的权重则为最大；阳离子交换量、黏粒含量、全钾在两种方法中的权重也均有较大差别，其差值分别为0.085、0.110、0.048；道路密度在两种方法中的权重相差较小，仅为0.015（表2）。
隶属度函数临界值的比较发现，Norm值法的隶属度函数临界值与Bio-Norm法的隶属度函数临界值均有较大差别。以土壤有机质为例，Norm值法的隶属度函数临界值L、U分别为5gkg-1、20gkg-1，而Bio-Norm法的隶属度函数临界值则分别为28.9gkg-1与42.5gkg-1（表3）。

表2 两种评价方法确定的参评指标及其权重
Table 2 Indicators and their weight of the two methods for evaluation
	
	土壤有机质SOM
	土壤全氮TN
	土壤全磷TP
	土壤全钾TK
	土壤有效磷AP
	土壤黏粒Clay
	灌渠密度ICD
	道路密度RD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CEC

	
	（g kg-1）
	（mg kg-1）
	（%）
	（km km-²）
	（cmol kg-1）

	Norm
	--
	0.160
	0.165
	0.123
	--
	0.149
	0.122
	0.127
	0.153

	Bio-Norm
	0.227
	--
	--
	0.075
	0.103
	0.039
	0.346
	0.142
	0.068


注(Note)：SOM, soil organic matter(g kg-1); TN, total nitrogen(g kg-1); TP, total phosphorus(g kg-1); TK, total potassium (g kg-1); AP, available phosphorus(mg kg-1), Clay: clay content(%); ICD, irrigation channel density(km km-²); RD, road density(km km-²); CEC,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cmol kg-1). 
表3 两种评价方法的隶属度函数临界值
Table 3 Thresholds of the membership functions of the two methods
	
	临界点Threshold point
	土壤有机质SOM
	土壤全氮TN
	土壤全磷TP
	土壤有效磷AP
	土壤全钾TK
	土壤阳离子交换量CEC
	灌渠密度ICD
	道路密度RD
	土壤黏粒Clay*

	
	函数类型
	S型
	S型
	S型
	S型
	S型
	S型
	S型
	S型
	抛物线型

	Norm
	最差临界值L
	5
	1
	0.1
	5
	5
	5
	--
	--
	5
	45

	
	最优临界值U
	20
	1.2
	1
	20
	25
	15
	--
	--
	20
	30

	Bio-Norm
	最差临界值L
	28.9
	1.5
	0.4
	15
	9.5
	9.5
	0.45
	0.20
	16
	30

	
	最优临界值U
	42.5
	2.3
	0.7
	26
	25
	12.5
	8.70
	2.65
	22
	28


注(Note)：SOM, soil organic matter(g kg-1); TN, total nitrogen(g kg-1); TP, total phosphorus(g kg-1); TK, total potassium (g kg-1); AP, available phosphorus(mg kg-1), Clay: clay content(%); ICD, irrigation channel density(km km-²); RD, road density(km km-²); CEC, cation exchange capacity(cmol kg-1); L, the lower threshold value; U, the upper threshold value. 
通过对Bio-Norm法和Norm值法形成的耕地质量评价体系的比较发现，两种方法所选取的参评指标、确定的各参评指标权重及其隶属度函数的临界值均有较大差别。对Bio-Norm法形成的耕地质量评价体系与其他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发现，其他研究者选取的耕地质量参评指标多数包括：有机质、全磷、阳离子交换量、黏粒含量、pH等指标[15]，Bio-Norm法则没有选取pH，并且由有效磷取代了全磷。对249个采样点的pH进行分析发现，其取值范围为4.5-5.0，在这个很小的变化范围内其值的变化并不能反映耕地质量的高低；有效磷是可以被作物直接吸收利用的，它比全磷更能反映出耕地质量的高低[23]。
2.2 Bio-Norm法与Norm值法耕地质量综合指数评价结果对比
2.2.1基于测产田块与空间随机样点的评价结果对比  在对空间评价结果对比之前，首先对水稻产量插值图与对各指标空间插值图加权叠加得到的IFI值图的精度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表明10个测产田块水稻实测值与预测值之间的相关性为0.708，Norm值法与Bio-Norm法中25个验证点耕地质量综合指数与预测值之间的相关性分别为0.740、0.823，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其插值结果均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
Norm值法和Bio-Norm法获取的95个测产田块的耕地质量综合指数IFI值与水稻产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图3）表明，它们均到了极显著性水平（p<0.01）；Bio-Norm法得出的IFI值与水稻产量之间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²为0.625，远高于Norm值法的决定系数R²为0.284。依据空间上随机抽取的46个样点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表明，Bio-Norm法得出的IFI值与水稻产量之间的决定系数R²达到了0.671，也明显高于Norm值法的0.365，且两者均达到了极显著相关水平(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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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95个点上Norm值法；B：95个点上Bio-Norm法；C：46个点上Norm值法；D：46个点上Bio-Norm法；**p<0.01
Note: A:Norm,95 points; B:Bio-Norm,95points; C:Norm,46 points; D:Bio-Norm,46points; **p<0.01
图3 耕地质量IFI值与水稻产量决定系数的比较
Fig. 3 IFI vs rice yield in determination coefficient 
基于测产田块或随机样点的分析结果显示，Bio-Norm法评价出的IFI值与水稻产量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²)均远高于Norm值法，表明Bio-Norm法的耕地质量评价结果比Norm值法更可靠，该评价方法更合理。虽然，Bio-Norm法的的耕地质量评价结果比Norm值法更可靠，但它与水稻产量之间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仅达到0.671。这是因为水稻产量受到品种、施肥状况、管理措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21]，耕地质量的高低并不能由水稻产量得到完全体现。
2.2.2基于区域的评价结果对比    比较余江县水稻产量等级分布图与两种方法得出的IFI值等级分布图（图3）发现，余江县水稻产量较高的区域分布在余江县的东北部与中部地区，水稻产量较低的区域分布在余江县的西南部地区，Bio-Norm法得出的IFI值与水稻产量的这种空间分布特征较为一致；而Norm值法得出的IFI值区域分布特征表明，余江县中部地区IFI值较低，西南地区较高，这与水稻产量的空间分布特征相差较大。
Bio-Norm法得出的IFI值与水稻产量各相同等级的面积比例差值分别为0.6%、-1.8%、2.6%、-1.4%，它们的绝对平均数为1.6%；Norm值法得出的IFI值与水稻产量各相同等级的面积比例差值分别为-6.3%、-12.1%、13.9%、4.5%，它们的绝对平均数为9.2%，高于Bio-Norm值法（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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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水稻产量等级分布(a)与Bio-Norm法(b)、Norm值法(c)评价出的IFI值等级分布
Fig. 4 Distributions of rice yield grades (a) and IFI grades assessed with Bio-Norm (b) and Norm (c)
表4 余江县水稻产量及两种方法评价出的耕地质量综合指数IFI值各等级面积比例

Table 4  Area ratio of every grade of rice yield and IFI assessed with two different methods in Yujiang county
	
	等级Grade

	
	1
	2
	3
	4

	水稻产量面积比例Area ratio(%)
	15.1
	52.1
	28.8
	4.0

	Norm法面积比例Area ratio (%)
	8.8
	40.0
	42.7
	8.5

	Bio-Norm法面积比例Area ratio (%)
	15.7
	50.3
	31.4
	2.6


注：水稻产量(kg hm-2)的1-4等级划分标准：<9580；9580-10940；10940-12300；>12300。耕地质量IFI1-4等级划分标准：<0.4；0.4-0.6；0.6-0.8；>0.8。

Note: Standard for grade classification of rice yield (kg hm-2): <9580; 9580-10940; 10940-12300; >12300. Standard for grade classification of IFI: <0.4; 0.4-0.6; 0.6-0.8; >0.8.
在空间尺度上对Bio-Norm法与Norm值法获得的耕地质量综合指数对比与分析表明，Bio-Norm法得出的IFI值与水稻产量各等级的空间分布特征更为一致，并且各等级的面积比例差值的绝对值平均数也更小。说明Bio-Norm法评价出的耕地质量结果更可靠，该评价方法更为科学合理。
3 结 论
Bio-Norm法与Norm值法所确定的参评指标、权重及其隶属度函数的临界值均有所差别，Bio-Norm法选取的指标比Norm法更具有代表性，建立的指标权重更能准确反映指标的重要性，确定的隶属度函数临界值更能反映水稻生长的实际要求。在田块与样点尺度的分析结果显示，Bio-Norm法评价出的IFI值与水稻产量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²)均远高于Norm值法；在空间尺度上对Norm值法与Bio-Norm法对比与分析表明，Bio-Norm法得出的IFI值与水稻产量各等级的空间分布特征更为一致，并且各等级的面积比例差值的绝对值平均数也更小。Bio-Norm法的耕地质量评价结果比Norm值法的更可靠，该评价方法更为科学合理。在耕地质量评价过程中事先选取一定数目的田块测产，然后直接利用这些测产田块作物产量数据与耕地质量指标之间的关系来选取参评指标、确定指标权重以及隶属度函数临界点，是Bio-Norm法的关键所在。当然，在最初参评指标选取上，由于某些耕地质量指标空间数据的可获取性差，一些非常重要的指标未能作为参评指标，如土体构型、障碍层（耕种淀积层）厚度、土层厚度等，会不同程度影响到评价结果，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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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BIO-NORM and NORM for Evaluating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Yu Dongsheng1,2,3†  Zhang Guangxing2,3  Zhang Zhongqi2,3  Wang Xingxiang2,3  Shi Xuezheng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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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ROBUTTON  AcceptAllChangesInDoc Abstract  Quality eval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is important to guidanc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hether the evaluation method is appropriate or not directly affects reliability of evaluation results. Through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samples, attribute data of 249 surface soil samples and rice yield data of 95 paddy fields were obtained in the study area of Yujiang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Norm value method and the newly established Bio-Norm method were used separately to determine indicators for evaluation of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and their weights and membership functions as well, which were then used to evaluate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of paddy fields in the study area. Comparison between Bio-Norm method and Norm value method shows that the indicators selected with the Bio-Norm method were more representative than those done with the Norm value method; their weights better reflected importance of the indicators; and the thresholds of their membership functions better reflected the actual requirements of rice growth. Evaluation results show that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R²) between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index(IFI value) obtained with the Bio-Norm method and rice yield was way higher than that with the Norm value metho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FI values obtained with the Bio-Norm method tallied better with the distribution of rice yield grades in the region. Therefore, the Bio-Norm method is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han the Norm value method in evaluating cultivated land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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